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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生命的价值与使命

——朱绍文先生的治学与育人

杨春学

一、研读经典原著，是在“与伟人对话”！

所谓“经典”，虽为某一时期的某一学者所著，但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

因为它体现着那个特定时代的群体智慧的结晶。以古人的经典语言来说，那必定

是“继往开来”之作。所以，研究经典著作，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专

业的必修课。但是，把研读经典原著，视为是在“与伟人对话”、与伟大的“思

想家对话”，却是朱绍文先生对经典的最独特的精辟理解。

这是朱先生治学经历的结晶之言。他的这种体悟源于留学日本的经历。他考

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前，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的一高是以一种非常之心

态对待世界经典——“世界主义”，不分“东学”或“西学”。一高文科的各门课

程几乎都是以经典原著为核心来组织教学的。例如，文学必定从莎士比亚、席勒、

歌德的原著开始，哲学以黑格尔、康德等的原著为核心。日文，作为“国语”，

读的是《源氏物语》、《竹取物语》等古典文学。授课教师随时会让某一位学生站

起来，解说原著中的某一段话。

这样的教学内容与训练，自然使学生不敢愉懒，只得拼命读原著。对此情此

景，先生曾回忆说：“日本一高生说，这是愉快的三年。而对我来说，苦死了。

三年间，几乎天天晚上查字典，星期天也不出去玩，顶多星期六下午去看电影。

我学的哲学、伦理学，是属于西方体系，同我的观念没有一点抵触。我在上海读

中学时代一点也没有学过，只学过似是而非的三民主义。日本人是从学问上学，

并不是灌输人生观”。

重视经典原著的教学方式，不仅限于一高。东京帝国大学更是如此。除斯密

的《国富论》等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外，主要是德国经济学的原著。正是这一经

历，奠定了先生的治学之道。

对于日本学界的“广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先生把它注解为“世界主义”，

解析说：“他们历来不把斯密、黑格尔等等的社会科学经典作为与东方不同的‘西

方的’东西来研究，而是把它们都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来学习和吸

取的，是抱着要吸收所有人类知识成就的态度来学习的。从来就没有中国那种‘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想法。你不把黑格尔的学问当作自己的学问怎么行？日本

人就是想要把人类的精华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并不认为是外人的。所以，学起

来，就快得多，而且也很地道。”

国人对社会科学经典原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虽然表面上承

认“西学”可共“采补”，但其骨子里的精神却是“中学包罗西学，不可让西学

凌驾于中学之上”。 “中学”承载着高级的“道”，“西学”至多有“器”的价值。

持这类观点的人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最时髦的理由，在上世纪80年代是西

学的“资产阶级性质”，现在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抬出以“批判的态度”来做

取舍的标准。

这种学法听起来实在诱人！可惜，它对文化移植的本质（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缺乏真正的理解，总想任意剪裁，择肥而食，实际上是想投机

取巧 。结果，我们只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皮毛 。我们从来没有学到西学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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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诸如科学精神、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根本就不知道真的西

学是什么！风流所及，真正的西学还没有“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一旦

有人真正谈点西学时，就会有人要向“政府质询”！

作为朱先生的学生，我们深受他对待经典原著的“世界主义”思维的影响，

深受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的批判的影响。也许，学习西学的结果，

会带来不可避免的一些“流弊”，可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大目标”，那就是建

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应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

决绝和胸襟，向日本和土尔其学习。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脱亚入欧”的

口号，土尔其凯末尔政府之后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并努力实践之。他们不会耍“日

学为体”、“土学为体”的花枪来自我陶醉，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列强身上的弊端，

只是专心致志地行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

这些国家“脱亚入欧”的学习结果如何呢？且不说日本，土尔其都已经成为

穆斯林世界中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但它们的文化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并没有因

此消失。对此，先生评论说：“日本的东方知识没有放弃，史实摆在那里。它的

儒家研究比中国还深，它的资料保存比你还好，它的生活方式保存很多中国唐代

的东西，而我们早就没有了，连埋在地下的也破坏不少。”

朱先生是以学习、吸取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促使民族奋进的态度来对待经

典的，也以这样的精神和方式来培养学生。对此，在2008年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晚会所安排的“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谈访节目中，樊纲教

授的回忆做了精彩的注解：“朱先生对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不太管。什么意义上

呢，那就是让我们自由思考，他不给我们规定什么事情，他只管一点，就是让我

们读书，而且要读原著，英文的原著。我跟朱先生学了六年，硕士三年，博士三

年。有一次，当时社会上很热闹，改革开放嘛，我们几个同学参加了一些研讨会，

回来告诉朱先生，以为朱先生会表扬我们。但他把我们臭批一通，说你们现在好

不容易有这么宝贵的时间，现在读原著，是在和伟人，是在和思想家们在对话。

你们要抓住这些宝贵的时间去和伟人对话，你们为什么到外面去和俗人对话？他

还说，你们将来到外面做事情的时间还有的是，而你们再系统地读原著的时间就

这么几年啦，所以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将来你们才能走的更远”。

经济学家必须是理性和真理的守护神，应该超出政治上权宜之计的忠诚。

只要谈及研读经典的求精之精神，先生几乎都会提及日本学者研究《资本论》手

稿之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少数年轻的大学副教授和教授（大多是先生的

同窗或同门好友的学生们），就开始奋发“破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第三

卷的手稿，他们怀疑恩格斯版的这两卷著作有错和余漏的地方。结果，他们的解

读得到德国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被邀请参与重新编写这两卷著作。

二、“关注穷人，是经济学的良心问题”

先生强调，学习经典原著的最终目的，不应是“为学术而学术”。对这些原

著的解读，既要注意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更要立足于我们时代的主题，结合现

实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入宝山而不空手归”。“学”无

国分，“术”有国情。求知（即“学”），要坚持“世界主义”的视野，而为国献

策（即“术”）却必须是“国民经济主义”，运用从世界主义中获得的知识，求解

祖国特定时期的课题的答案。这是先生治学的核心思想。

国人对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经世济民”。对经济学的“济民”的具体含

义，朱绍文先生的理解直截了当，那就是“中下层人民的富裕”。他不恹其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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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关注穷人，是经济学的良心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上层社会的生活都是

优裕的，受苦受难的都是中下层平民。

每次临听先生的这种教诲时，我都会想起经济思想史上一大批杰出的大师

们的身世。马克思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恩格斯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实业家，但

他们都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对于马克思的这种行为，其父亲，

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捍卫者，曾抱怨说：“神啊，帮帮我们吧！这种无法

无天，麻木地不负责任地玩弄所有科学，在灰暗的油灯底下麻木地郁闷地冥想，

套着学者的长袍、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的野蛮人”。但是，正是这样一位在父亲

眼中的不务正业者，与他的亲爱战友恩格斯一起，影响了之后的整个世界思想。

即使是像马歇尔这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也是如此。他父亲让他进剑

桥学习，原本是想让他为将来当牧师或从政做准备。但是，他没有听从上帝的召

唤，去讲经布道，而是听到了穷人催促他去研究经济学的呼唤： “我在假期参

观了几个城市中最贫困的住处，并通过走街串巷 ，看到了一张张最贫穷人的脸。

接下来，我决心要尽 自己所能，透彻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像斯密一样，马歇尔

非常关注的，不是富人，而是整个人类的进步。为了激励自己，他在19世纪70
年代就花了几个先令，买了一幅小油画“一个工人的肖像”，并把它挂在学校的

宿舍里。这幅画中，是一位有着满脸憔悴而又充满渴望的表情的工人。

朱绍文先生最初之所以选择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但更为

具体。与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为青年学子一样，他所看到的，是祖国的衰弱和广大

民众的贫困。内部混乱不止，且累受外国的凌辱 。

先生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学者。他本人的所有研究都是紧紧围绕着

祖国的“国强民富”的时代主题（现代化）展开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形

态，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理性与自由。因此，基于这一主题，他在经济思想

史领域中的经典著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系列方面：包括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

系列、以英国古典经济学为主的斯密系列、以《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系列。

他在其著作《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在走向‘近

现代化’道路上，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

三大经典，可以说是天赐的理论法宝。因为这三大经典都是不同历史社会发展阶

段的理论结晶，而且经历了人类历史的检验”。

“斯密系列”的经典著作之精神在于“富民”。斯密及其追随者力图寻求一种

能使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受惠的“普遍富裕”之路。这条道路必须以新的意识形态

取代中世纪的宗教狂热、迷信和贵族特权势力。那就是启蒙运动体现的精神：对

科学、理性、个人自由和经济个人主义的无限信任。“李斯特系列”的经典著作

之精神在于“强国”。李斯特用敏锐的眼光关注着各种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

定时代的特征。他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都在寻求使本国的经济发展从英国对

世界生产和贸易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马克思系列”的经典著作所寻

求的，不仅仅是“普遍富裕”，而是人从所有的特惠和特权制度压抑中解放出来，

实现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先生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方面的工作：创办“日本市

场经济研究中心”，出版《日本市场经济》季刊；以中心为平台开展中日学术交

流活动；组织翻译一大批日本经济学家的著作。

三、师生关系：情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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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培养研究生时满怀爱心，不仅敦促研读经济学经典文献，更注重社

会责任感和学术人格的教育。先生常常教导我们，立志于治学者，必须有“天下

兴灭亡，匹夫有责”的大丈夫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心怀这种理想和抱负，面对时

代和环境极为恶劣的处境之时，你才会有保存自己的生命意志，而面对繁荣盛世

之时，也才会拥有抵抗现实世界的各种诱惑的强大精神武器。不然，很容易把做

学问这一崇高的职业降格为一种谋求个人私利的“敲门砖”。

抱有这种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以唱赞歌为研究的主要旋律，应当像凯恩

斯所言，充当社会的“大夫”，致力于改革社会的缺陷。他在给《经济学茶座》

所写的一篇杂文中，具体地提到凯恩斯的这一比喻。

在前面提及的那场“老师与学生的对话”谈访节目中，主持人朱军问先生：

“朱老师是樊纲的先生，樊纲不用说，就是学生了。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您的心里，他（指樊纲）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朱先生回答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师生跟父子关系一样，这一辈子，他心

里有我，我心里有他，他老挂着我，我也老关心他。我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

长起来的人，我虽然是老了，我94岁，我们是两代人，但是，我们是一代人，什

么叫做一代人呢？就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共同的，

一起奋斗的”。

我没能亲历现场，但通过电视节目，看到这一对话时， 不住泪流满面。即

使是在写下这段话的此时，也是如此。因为，那种师生的亲情，也是我本人经常

切身体验到的，并立刻在脑海中浮现出其1994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场景。研究生院

放寒假，我准备回家过年。行前，到老师家道别。老师给我600元钱，我坚辞不

要。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现在是穷学生，但回家总得给妻儿带点东西。你

能用你父母的钱，为什么就不能用老师的钱呢？”。听毕，我含泪收下。

也许，以“天下为已任”的抱负，也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表征。对此，朱先生

回忆一高读书的情形时描述道：“生活中，日本学生都有一种青云之志，都以破

衣破帽为荣，光头，穿制服，不穿袜子，穿木履。谁也不以为耻。这是一种活的

传统文化，有一种力量，中国古代名士自身才有的那种品德”。

他也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学生的。我跟他读博士学位之初，有一次，他

通过电话说道：“来这里读博士，你就把它当作是入深山老林，当三年和尚修行，

要甘于清贫和孤独”。

在朱先生看来，学生时代自然可以不以破衣烂裳为耻，以此示志，但工作

之后，却必须注意衣冠的整洁。他认为，言谈举止、穿戴仪表，显示出的是一个

人教养的高低、生活的品位和文化的层次，不可小视之。

我读博士学位之前，虽然是大学教师，却一直属于不修边幅之类。是先生的

言传身教改变了我的这一习惯。记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夕，先生一再吩咐我，

必须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之前，我不曾穿过西装，临时买了一套。是时，先生

自然也是西装革履，到答辩会场的。此后，我也就不再敢不修边幅了。

先生的“身教”，最为重要的是他那“学无止境”追求精神。他于1957年被

打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与学界隔绝22

年。即使是在那段备受凌辱的阴暗岁月，他也没有放弃学习，偷偷写下2万多字

的长文《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之后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1931-1945）》、翻

译德国罗雪尔的名著《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和日本学者林直道的《日本

的国际通货危机》。这些著译改革开放之后，始得以出版。

到1979年平反之时，先生已是64岁之人。但他又重新集中精神，努力追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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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经济学发展的最新知识。对此，钟少华先生于1995年对他的谈访中，朱先生

作了最好的诠释：“我在一高学习时养成的习惯，就是不满足于自己的学习。到

现在我岁数这么大了，别人在著书立说，我还在学习，天天寻求知识，向人类学

习，向现代学习，向世界学习。人生应该这样。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古训，学无

止境嘛。”

把学习视为人生的本身，以知识和信念作为生命之源，这就是先生的精神，

也是我们的榜样。

朱绍文简介：生于 1915年，江苏省人。1934年赴日留学。1938年毕业于东

京第一高等学校。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45年毕业于东京帝

国大学研究院。1946-1950年任上海沪江大学城中商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西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教授。1950 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任专门

委员。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市场经济研

究中心理事长。1984年后，历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客座教授。1989
年，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2007年，被推选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资本

论》研究会顾问，中华日本经济研究学会副会长，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一届理

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六届、七届政协委员、常委等。主要著作有：《李斯

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1943 年，日文）、《关于人民币的若干理论问题》

（1954）、《战后“价值转型问题”的争论》（1983）、《〈国富论〉中“经济人”的

属性及其品德问题》（1986），《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其教训》（1992），《经典经

济学与现代经济学》（2000）。


